同學們:看對岸的問題,想自己的困難,怎解?
著名畫家陳丹青作客新浪談高等教育問題(實錄) http://y.sina.com.cn 2005年05月12日 22:09 新浪校園
　　3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出了陳丹青辭職報導(中國青年報：教授自白 我不想在清華呆下去了)，此後一個多月來，這一辭職事件引發各界有關高等教育問題的熱烈討論，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專題：名教授清華辭職 研究生招生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5月12日下午15：00--16：30，陳丹青作客新浪，與《大學有問題》作者熊丙奇先生就高等教育問題進行對話，以下為聊天實錄。
　　熊丙奇：各位網友大家下午好，著名畫家陳丹青今天來到我們新浪聊天室，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時間中，我們將一起交流對高等教育問題的看法。首先請陳丹青先生向各位問好。
　　陳丹青：大家好。
　　熊丙奇：最近陳丹青先生成為一個焦點人物，原因在於他的辭職事件，從3月被媒體報導之後，到現在已經有2個月的時間。請陳先生談一下這期間的感受。
　　陳丹青：這件事變成新聞。新聞過去了，就是舊聞。可是教育問題不是新聞。
　　熊丙奇：我非常贊成你這一說法。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的教育事件出來之後，媒體非常的熱鬧，各方都去點評一下，可過了一段時間，媒體對這件事的關注程度下降，大家也以為這個事情塵埃落定，於是不再有人再關心這樣的問題。
不出聲音，教育問題就悶在學校裏。 

　　熊丙奇：你的辭職其實是教育問題。 

　　陳丹青：是的。 

　　熊丙奇：你這幾年先後寫了一些文章，談到我們中國教育的體制，尤其是結合你所進行的藝術教育，談了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我想你能否對這個問題跟我們的網友溝通一下。
　　陳丹青：其實我沒有資格談論教育問題.第一，我教書的時間比國內大部分老師短得多。第二，我看到的只是局部問題，譬如招生問題。我的感受只限於自己的工作室。
　　當然，我看出背後的大量問題。這些問題在全國大學已經司空見慣，所以應該是大家來參與討論。我辭職，引發這麼多議論，其實並不因為我辭職，而是太久時間沒有發生大面積討論。 

　　可是新聞只有時效，時效過後，一切照舊。 

　　熊丙奇：有一個非常令我們難以想像的現象，就是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很多類似這樣的事情，都是大家討論了一段時間，然後又發現一個新的亮點，又轉移了一個話題，最後我們不會從根源上找原因，於是這些問題周而復始的出現。
　　陳丹青：教育的現實，教育的批評，現在變成平行的事物，二者不交叉。20年來，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評教育問題，可是教育的現實不理會教育批評，現實不會因此發生改變。
　　熊丙奇：它是一個獨立的體系，似乎不受任何人干擾。
　　陳丹青：兩個月來，教育當局沒有人出來辯護、或解釋教育政策，沒有人出來批評我的意見，指出其中的錯誤。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變化是：媒體出現了。
　　熊丙奇：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
　　陳丹青：恐怕體制自己都無法回答。20年來，一種看不見的勢力構成今天這種狀況：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問題，顯得那麼“活潑健康”，它照常運行，不受社會制約。
　　熊丙奇：我看到媒體對你的報導，你說了一句話，就是說你說的東西都登出來了又能怎麼樣呢。實際上我在這之前曾經也找到一位比較著名的教授，也想跟它探討大學的一些問題，他給我的回答就是：說了也白說。這種現象，是不是我們今天教育雖然我們認識到很多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是一直不改變重要的原因。
　　陳丹青：是的。我們都在說一切問題來自體制，但在現實中，體制變成每所學校，每個人身上的體制。我們的每一舉動，直接體現為體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體制！
　　在民國期間，南開大學可能出了問題，南開大學會著手解決，或者把這個問題公諸社會。但因此並不等於北大、清華、浙大、交大也出了同樣的問題。 

　　反過來，假如哪天交大出了問題，交大可能又會變成一個焦點……但其他學校會繼續做他們的事情。 

　　今天情況不同。我們批評某個教育問題，哪怕只是局部問題，但這一問題往往體現為全國所有學校的問題。 

　　熊丙奇：你剛才講只是一個很局部的問題，講的是你們美術工作室的問題，但是這個美術工作室的問題，在全國所有大學都存在。
　　陳丹青：我所得到的回饋都告訴我，每一所學校，每個教師，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熊丙奇：對於你的辭職事件，有兩種評價，一種是說陳丹青敗退，還有一種講陳丹青的敗退是我們教育體制的悲哀，教育體制的恥辱。你覺得哪一種評價更中肯？
　　陳丹青：我在第一年就敗退了。招生失敗，除了敗退，沒有任何選擇。所以五年後我決定辭職並不是敗退，而是將自己從不斷敗退、註定敗退的情況中摘出來。
　　我也不認為這是教育體制的恥辱，全國多少萬教師，走個把人，其實正常。 

　　熊丙奇：你有沒有想過你一進來就撤離？
　　陳丹青：第一，我剛接工作立刻走，非常不禮貌、不負責。第二，我畢竟對國情還是不太瞭解。在剛剛遭遇局部問題時，你不會去把它設想成這麼普遍的一個大問題，你不應該誇張你的挫折。但是年復一年，我看到這是所有教師早就面臨的老問題。
　　熊丙奇：剛才我們談了體制性的問題，這個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陳丹青：體制最大的問題，就是當它出了問題，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沒有辦法。
　　熊丙奇：能不能具體展開闡述一下。
　　陳丹青：我相信所有管理大學的領導層都知道他們手下發生了什麼問題。
　　熊丙奇：包括你說的問題他們都很清楚。
　　陳丹青：我願意相信，管理大學的領導層都知道發生了問題。徐友漁點出了根本：他所見識的學校領導，都對教育界的種種弊端瞭若指掌，私下批評起來，“鞭辟入裏”。
　　熊丙奇：包括你說的問題他們都很清楚。 

　　陳丹青：我相信領導都清楚。因此，下一個更沮喪，但是更有助於理解國情的原因是：最後，我發現所謂教育問題、文化問題、藝術問題，在當前中國其實是非常次要的問題。 

　　熊丙奇：但是有一個觀念，人們都在講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甚至說我們教育如果出了很多的問題，它將動搖這個社會將來生存、發展的基礎。為什麼在我們的政府面前，我們的教育問題變得如此的次要。
　　陳丹青：這就像一個家庭，家長知道孩子頂重要。但他還小，還活著，沒關係，家裏其他問題比這孩子更緊迫，更重要，更難辦。比如說吃飯問題、經濟問題等等。 

　　中國問題太多了，三農問題、司法問題、上訪問題、自然環境問題、台海關係問題，等等等等，你顧不過來，你得先抓最棘手的問題解決。教育問題，只要學校開著，課在上著，出問題就出問題吧，你顧不過來，誰也顧不過來。 

　　熊丙奇：如果說在前幾年我們國家比較貧窮的時候，就象你剛才說的例子一樣，大家都要有飯吃，還沒有辦法重視教育。那麼，最近這幾年應該說我們國家有所發展，應該說經濟情況比較好，但是，我們發現教育在退步，教育的氛圍比以前還差。
　　陳丹青：正好相反，20年前國家非常窮，可是對教育比今天重視得多了。當時文革浩劫剛結束，大學停辦十年，鄧小平立即提出恢復出國留學，教育部立即實行擇優錄取政策，各學科迅速恢復……，全國上下，教育復興的願望，年輕人的求學欲望，空前高漲。現在20多年過去了，可能我們有一個錯覺：教育早已走上正規，歷史問題早已解決，看哪，該做的都做了，當今教育多麼繁榮啊！ 

　　同時，20年改革開放，又源源不斷發生許多新問題：三農啊、就業啊、腐敗啊、環境生態啊……我想，教育問題的緊迫性會顯得次要，至少不如20年前那麼緊迫，那麼刻不容緩。 

　　熊丙奇：過去20年時間裏，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教育問題的呼籲，包括我們的義務教育，包括我們農村很多孩子的失學問題。今天，我們發現這些問題更加嚴重，農村的義務教育普及問題超乎我們的想像，初中學生的輟學率很高，新的讀書無用論又開始出現，農村裏面的人認為考上大學沒有出路，乾脆不用上大學了。
　　陳丹青：這得分兩步來說。 

　　第一，20年前國家重視教育，是針對文革十年的遺患。許多措施的確扭轉了十年教育的停頓，恢復了教育的部分功能。 

　　但是第二，這20年來，你剛才說的種種教育問題，比如說基礎教育和貧窮孩子失學的問題，其實並不直接牽扯到教育問題。問題在哪里呢？我認為牽扯到過去50多年大量錯誤政策對整個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深刻破壞，這種破壞的後果、報應，開始在這20年裏慢慢浮泛，慢慢顯示出來。 

　　譬如說，我們知青這一代是失學、無學的一代，是價值觀嚴重分裂扭曲的一代，是人格與品質大有問題的一代，可是20年來當教師的，管教育的，正是我們這一代。這代人的品質與五六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比，與三四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人，你怎麼比？可是你現在不用這我們這代人，不靠這代人，你去用誰？你還有什麼選擇？ 

　　再譬如說，我上大學時，中國號稱八億人。20年來中國成了十三億人。我出國時的娃娃今天都是大學生研究生，可是哪里來那麼多大學？哪里來那麼多好教師？哪里去找五六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那麼好的教育？ 

　　熊丙奇：就是說現在20年出現的問題是我們過去長期政策造成的。
　　陳丹青：所謂“前因後果”，今日種種問題，我們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 

　　譬如說整個鄉村教育問題。我不認為中國目前的絕大部分鄉村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村，它只是居住著農民的大片“區域”。中國鄉村自身的歷史結構、深層結構、文化結構，那種自給自足的一個生態場，早已被百年間歷次革命破壞掉了。 

　　今日中國的鄉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機體，它沒有自己的教育資源，無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給予教育。可是你想想，五四那代文化人全是鄉村出來的，幾乎沒有一個是都市人。不到一百年前，中國鄉村還有相當健全的文化根脈和教育體制。可是今天，政府必須包攬十多億鄉村人口的教育問題。 

　　民國、清朝、明朝，你數上去，中國兩千多年教育傳統，沒有發生今天的問題。歷代朝廷用不著操心鄉村教育，每年只等各鄉舉行鄉試，然後人才匯總到朝廷，參加科考。古典中國的鄉紳，都著力辦教育的。 

　　熊丙奇：你的意思是就是我們教育的國有化，不是私人化。就是說現在都是國家辦教育，私人教育很少。
　　陳丹青：這裏又引出另外一個問題：五四前後引進西方文明，其中一個就是教育國有化，大學開始叫做“國立”。但這是西方在十八世紀產生“現代國家”以來的辦學狀況。中國遲至二十世紀才建立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但是從孔夫子以來，從漢代最早草創科考制度以來，中國早就有自己一整套教育文化、教育體制。 

　　我們總是批判封建科考制度如何腐朽，《儒林外史》是科考制度腐朽不堪的百科全書。可是清末民初哪里來那麼多人才？如果中國教育在清末爛成那個樣子，人才哪里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陳寅恪、付斯年、胡適等等大人物哪里來？蔡元培什麼出身？他是前清的舉人。 

　　中國教育國有化快要近百年了，後來再沒出過以上級別的大人物，尤其是近五十年。這種現象怎麼解釋？ 

　　熊丙奇：五四前後引進的所有事物，針對當時的國情，都是正確的。這是世界範圍的歷史潮流。十八世紀英法率先成立現代國家，建立現代文明，此後日爾曼民族、斯拉夫民族，印度、日本、中國，為了強國，為了現代化，不得不相率西化現代化。沒有國家能夠自外於世界潮流，落後國家尤其沒有選擇。
　　陳丹青：我們在五四前後引進所有的東西針對當時的國情都是正確的。
　　熊丙奇：目前狀況來看呢？
　　陳丹青：五四一代，沒有人能夠預見由他們引發的這個西化運動，經過50年、90年，會在中國本土變成什麼狀況，更沒有人預見到這些狀況會扭曲到什麼程度。　　熊丙奇：我們有網友問，現在我們中國教育出現這麼多的問題，是不是中國的國情所致？
　　陳丹青：是的。可是國情也在變化，五四時期的國情、49年之後的國情、79年以來的國情，都在持續變化。所謂“國情”，就是外來事物進入中國，會變形，會被叫做的“國情的這麼一種潛在的、強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來的樣子了。
　　我常會警告自己：要認清國情。你看，目前大學的種種措施，其實都從歐美引進，可是一到中國，就會變形。 

　　熊丙奇：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本來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應該是怎麼樣的？
　　陳丹青：自孔夫子以來，目前中國的教育狀況，可能是最離奇，最糟糕的。然而中國兩千多年教育傳統中能夠奏效的經驗，已經完全失落了，找不回來了。
　　熊丙奇：有哪些負面作用？
　　陳丹青：所有教育資源都在國家手裏，但是國家沒有足夠的能力使這個機制良性運轉。
　　熊丙奇：正因為國家掌握這麼多的教育資源，所以說目前我們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辦學特別的突出，通過行政的手段來配置這樣的資源，各個學校的領導也是通過行政手段把資源給我們教授。這是不是造成我們目前教育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包括我們很多教授在學校裏對它自己的教學，對自己培養人才沒有發言權的一個原因。
　　陳丹青：我想是的。但教育國有化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它的確有效促進國家快速現代化。現代國家的首要標誌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並調動各種資源，使國家富強。所有後進國家都會全力促成軍隊、產業和教育的國家化。但是這一過程在何種程度上與舊的形態發生衝突，每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不能質疑教育國有化，而是應該認真檢查，在教育國有化的近百年過程中，哪個階段、哪種做法比較奏效、或不奏效？它發生了哪些問題？導致哪些結果？最後，這些問題與結果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了教育、或損害了教育？ 

　　我們第一代領導人，第二代領導人對教育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遠見的，這種遠見，今天看來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熊丙奇：遠見怎麼理解它的正面和負面。
　　陳丹青：毛澤東在49年後對教育領域、文化藝術領域做了一些很有遠見的大事情，現在被證明從他的立場上來說，他做得對。比如說，清華院校調整，砍掉人文學科。清華大學從此被成功地閹割，又被重新塑造了。另外一個行為是在文革期間關閉所有大學，現在被歷史證明，這種行為的影響多麼深遠。到了鄧小平，對教育還是非常有遠見，他是海歸派，他對教育的遠見是正面的。今天教育領域最重要的一些正面舉措，都是那時奠定的。但是在今天的教育決策中，這樣一種遠見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熊丙奇：但是這幾年來教育還是有很大的變化，比如通常很多教育主管部門會說，我們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績，比如說高校的合併，很多學校原來是條塊分割，現在經過調整、合併、共建把這些學校數量減少，括你現在所在的清華大學，清華大學以前是中央美術學院和清華一起合併的結果。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第二個對高等教育的重視還體現在大擴招上面，1999年很多學校對本科、碩士生和博士生大幅度的擴招。為什麼你在這裏面看不到我們的遠見呢。
　　陳丹青：新一波院校調整又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不是出自教育思維，而是行政思維。換句話說，它以行政思維代替了教育思維。
　　熊丙奇：就是說合併變成了一種政績。並了這個學校，這個學校變大了，同老師的關係不是鬧的很僵，它就覺得很成功。
　　陳丹青：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主政教育的思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見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響，他們深知教育至關重要，從長遠計，必須先從教育入手——或者抑制教育、或者復興教育——可是這一代領導人的從政記憶是行政文化。目前種種措施不是在辦教育，而是在辦政府。
　　熊丙奇：就是說我們現在大學也就是官場。
　　陳丹青：是的，但我不懷疑這代領導人改善教育的迫切願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經濟領域，在外交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辦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熊丙奇：能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今天身處教育，對教育的問題看的比較多，在經濟裏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國有企業改革，也牽涉到行政問題。
　　陳丹青：不一樣。一方面，意識形態問題在經濟領域沒有像教育領域這麼敏感。另一方面，經濟出錯，立即見效，立即付代價；教育出錯，則不易覺察，它的代價，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
熊丙奇：你接受記者採訪中多次談到我們現在招生考試對學生評價體系中兩課的地位，政治課的地位，實際上現在我們大學裏面的人文教育實際上是政治化的，就是以政治教育取代人文教育。
　　陳丹青：還是一種控制手段。可是又希望在控制“政治”的情況下，其他方面能夠奏效，譬如說學生都精通外語，都能去和世界接軌等等，個個又聽話，又懂專業，總之，還是“又紅又專”的思路。這在理工科教育那裏早已奏效，但人文藝術學科就慘了。
　　熊丙奇：兩課最近這幾年一直談改革，從你的看法裏面基本上講的不是改革的問題，而是取消的問題。但是取消兩課在我們國內短時間內是做不到的。
　　陳丹青：兩課不可能被取消。兩課背後體現的既是權力，又是權利。兩課並不代表學問，也不代表教育。
　　熊丙奇：今天兩課在這放著就是一種權利的象徵。
　　陳丹青：它是對權力的確認，它是在“考權力”，跟英語、政治沒有關係。讓年輕人一長大就確認權力，必須考，必須服從。這就像從前的中國人從小就要讀儒經，從小養成敬重儒經、服從儒經的習慣。
　　熊丙奇：我們現在有一個現象，在高考之中政治課已經取消了。
　　陳丹青：非常好。這是理性的政策，是與時俱進。
　　熊丙奇：比如說上海的高考是外語、數學、語文，還有一門專業課，比如說物理、化學等等，政治已經沒有了。前幾年也有專家在呼籲，在研究生考試中取消政治課，可一直沒有達成共識，這個可能就是跟你講的一樣，把它作為一種權利放在那裏。
　　陳丹青：高中生還不是成人。
　　熊丙奇：政治課你也知道的，我們很多同學紙面上的品德分數跟實際是不一樣的，你要求背下來記下來，但所記的並不一定在這裏生根，起到真正的效果，但是還得花了很大的時間，這是對人才的浪費，也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
　　陳丹青：在一個嚴格考政治的國家，年輕人的政治素質和政治覺悟空前的低。 

　　熊丙奇：現在政治素質的問題，實際上是我們以政治教育取代人文教育是一個惡果，因為一個人連人都不會做，有政治素質是沒有用的，這個人是樹不起來的。人文素養是一個人最根本的東西。
　　陳丹青：中國古代科考愈千年，“儒”就是最大的“政治”。所有古代考生其實考的都是政治。儒學的核心，就是教你怎樣做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仁、義、禮、智、信”，就是我們祖宗的政治考試，非常奏效。
　　熊丙奇：他們當時都是政論文章。
　　陳丹青：蘇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他的應試文章，典型政論，不到二十歲寫出來，歐陽修看了佩服之至。你可以拿《古文觀止》找來看，太精采了。 

　　對照我們古典中國人的政治考試，今天的政治考試是怎麼回事，馬上對比出來。我一點不反對政治教育，相反，我們今天嚴重缺乏正確的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的失敗，就是因為現在這樣的政治考試。 

　　熊丙奇：現在政治考試是一種標準化的試題。
　　陳丹青：這不是考試，而是管教，最簡單的管教。結果呢，政治考試斷送了政治教育，外語考試斷了外語教育，當然，藝術教育也斷送了藝術。
　　熊丙奇：我們這種政治教育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的重要，外語教育也很重要，藝術教育也非常的重要。
　　陳丹青：什麼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我們的標準考試毀了所有層面的教育。
　　熊丙奇：是我們的考試方式破壞了我們的教育，然後才導致這種結果。你認為我們真正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陳丹青：不要問這個問題，這是居高臨下的思路，是行政思維，官方思維。不要問我們的教育目的是什麼。我們要問問看：教育到底做了什麼？它的效果怎樣？倒退20多年，我們有非常明確的教育目標，比如“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現在這句話過時了，沒人提了。
　　熊丙奇：你剛才說這句話過時了，但是我看到我們從小學開始，我們的小學生現在還是少先隊員，還有兒童團，還有兒童團的標記，還有紅星兒童團的小冊子，裏面的教育還是這樣一個思想。
　　陳丹青：這就是政治文化出了問題。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教育中，我們還能不能拿出即區別與西方資本主義，又區別於古典中國的新的意識形態及一整套價值觀、道德觀？還有沒有別的說法？還有沒有想像力？有沒有新的思路？新的詞語？
　熊丙奇：你在國外這麼多年，我想問一下，你剛才說到我們國內進行這麼嚴格的政治教育，我們的政治素養還很低，在美國是怎麼樣進行政治教育的。
　　陳丹青：美國沒有政治考試，美國的政治教育是愛國，打仗了，你得從軍，你得服兵役。然後美國大部分專業教育是為了讓你學會怎樣掙錢，怎樣謀生，怎樣自食其力。
　　熊丙奇：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通過哪些渠道進行的？
　　陳丹青：愛國教育不是考試，更不是我們這樣的政治考試。愛國教育充滿在社會中，它有很多博物館，告訴你歷史是怎樣的，發生過什麼事。學生上很多歷史課，告訴你美國與歐洲的歷史關係，怎麼會有美國，南北戰爭怎麼回事，越戰死了多少人，等等。 

　　再比如，每年11月25日是美國人的感恩節，感謝300多年前愛爾蘭第一代移民能夠在這片新大陸安居樂業，為了這段歷史，每年感恩，大遊行。孩子們從小記住這種大遊行，記住父母對他說：這種大遊行的來歷是什麼。 

　　熊丙奇：你剛才說上歷史課，我們很多人就會說，我們國內也有很多的歷史課，我們也跟很多同學講歷史，講國家的發展，最近我看到一些大學，他們在大學裏面也在推行感恩教育，我想也是在學習國外。你覺得我們的歷史教育、感恩教育，起到效果沒有，他們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陳丹青：說到歷史教育，就很沮喪。我們有歷史教育嗎？當我們知道日本修改教課書，我就想，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課書怎樣呢？
　　熊丙奇：這樣說肯定有很多歷史教育工作者不滿意。
　　陳丹青：我想職業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比你我更清楚。所以最好別在這裏談歷史教育吧。近代史教育，我們有嗎？現在很多孩子，30年前文革是怎麼回事，全不知道。
　　熊丙奇：我們現在的教育是斷層的。
　　陳丹青：是的。
　　熊丙奇：很多人都提出這個問題，希望給學生一個完整的歷史教育，現在這個問題還沒有突破。
　　陳丹青：近20年完整的改革開放歷史教育都沒有，現在好多小學生連鄧小平是誰都不知道。
　　熊丙奇：前一段時間上海做了一個調查，就是問我們的大中學生對美國總統的瞭解程度，和對中國國家主席的瞭解程度，結果回答正確率高的是美國總統，知道美國總統的比知道中國國家主席的多。
　　網友：最近這幾年高等教育的問題是越來越尖銳，問題越來越多。我們也在關注一個問題，有沒有辦法解決？
　　陳丹青：我看不到解決的辦法。
　　熊丙奇：我們發現了問題，但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感到非常的沮喪，非常的悲哀。
　　陳丹青：但我會留神看著：教育危機的臨界點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方式，它的惡果會大面積爆發？
　　熊丙奇：有一個網友說，陳丹青從清華辭職，它只是教育問題的一個小爆發，更激烈的問題還會在今後出現，你自己有這方面的預感嗎？
　　陳丹青：不知道，我沒有預感。教育的深處是複雜的國情，我們對整個國家的前景不能任意猜想。目前，我的想法甚至跟政府的想法一樣：中國眼下真正重要的問題，很可能不是教育。
　　熊丙奇：大家也不會關注教育的問題。 

　　陳丹青：會持續關注，但只是關注，不會有結果，不會改變現實。 

　　熊丙奇：有一個網友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當前的體制中，老師該怎麼辦？有人說陳丹青先生你可以選擇辭退，你可以逃離，因為你有你的飯碗，也有拿手的看家本領，但是很多老師不能逃離的，他們甚至想方設法有飯吃，積極維護這樣的體制，希望可以成為這個體制中的紅人，希望把這個飯吃的更好。對學生來說，學生也不能逃離，哪怕教育是很差但是我作為清華學生，北大學生，除非我有留學的機會，要不我也沒有辦法，我還要在這裏讀書，拿一張文憑。簡單地說，就是學生和老師在這樣的體制下面該怎麼辦？
　　陳丹青：我無法告訴大家怎麼辦。對繼續教書的老師們，我只能說，好好混下去。不要把飯碗砸了，千萬別學我。
　　熊丙奇：為什麼跟他們這樣建議呢？
　　陳丹青：我從小就記住毛主席青年時代的名言：“世界上什麼事最大？吃飯的事情最大！”——我們除了是“教師”，還是“人”，人要活下去。 

　　我對學生能說的就是，好好上學。我一直說，最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今天能夠考進大學的大學生，比千千萬萬沒機會受教育的孩子，幸運太多了。你去看看那些在餐館伺應的女孩，看看在大樓裏做保安的小夥子，要不是家裏窮，他們的年齡都該上學呀。所以不管怎樣，大學生要珍惜眼前的條件。如果你真的熱愛學問，真的珍惜自己的前途，不管教育狀況怎麼樣，都要自愛。 

　　熊丙奇：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體制的問題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學習激情。
　　陳丹青：不能，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你想啊，抗戰時期西南聯大，那真是炮火連天，國難當頭，所有同學都在發奮學習。多多少少抗戰時期的中國中學生、小學生，都在發奮學習。我在海外讀到很多臺灣老人回憶抗戰時期輾轉求學的文章，非常感動人，老師、校長帶著幾百個孩子逃難，邊逃難邊讀書，有些校長為了保護孩子，給日本人殺掉……。 

　　楊政甯李政道這代人，中國現在80歲90歲這代學人，凡是有成就的，都是在西南聯大最艱苦時期學出道的。 

　　熊丙奇：你提到西南聯大，很多學者認為這是我國曾經出現過的世界一流大學，當時的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它培養了很多非常傑出的人物。
　　陳丹青：我訪問老畫家吳冠中，問他抗戰時期在杭州藝專的經歷，他說就是不斷逃難，可是逃難途中，他們還鬧學潮，推翻了兩任校長，可見當時的教育也有很多問題。 

　　但當年中國有很偉大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我們今天只有教育長官，有大學校長，沒有教育家。你能告訴我今天誰是教育家？今天的社會承認哪個人物是偉大的教育家？ 

　　熊丙奇：你覺得教育家應該是怎麼樣的標準？
　　陳丹青：我們看看南開大學張伯苓的傳記，看看北大蔡元培、清華梅貽琦的歷史，就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教育家。我們別去談什麼高深的教育理念，舉個小小的例子：當年張伯苓推出“三點半”政策：下午三點半後，所有同學不許留在教室裏，就要出去運動，出去玩。他自己常和學生一起打球。他是體育家。
　　熊丙奇：推出這樣政策的目的是什麼。
　　陳丹青：他懂得什麼叫做教育。中國人講究“有為”，也講究“無為”。真的教育家懂得在什麼關節上教育要“無為”。我在歐洲聽到這樣的情況，比如說在西班牙、義大利，中小學生下課後不許把書包帶回家，都留在學校，下課就是去玩——這才叫做懂教育。
　　熊丙奇：我給你補充一個例子，是針對一個小學的調查。雖然有有課間十分鐘，但是有80%的學生不離開課堂的，如果在二樓不會下二樓，甚至走廊都不去，老師說你們在教室裏面呆著，不要出去，出去以後擔心安全問題，出了問題怎麼辦？所以他們沒有課間十分鐘，就在那裏不出去。從小學就是這個問題。
　　陳丹青：這個不是教育，這個是管教。可是從前舊社會老派人管這管那，多少是為孩子好，而且真有一套規矩，我外婆處處管教我們，現在想想都是對的；現在的管教是為了“別出問題”，為了管教者自己方便，自己省心。現在許多教育者根本不愛教育，不愛孩子。
　　熊丙奇：這個管教也了一個人的天性，也使得我們很多學生不合群了。
　　陳丹青：這樣的孩子給弄得既不像人，也不像畜生。畜生有得是活動空間，你看麻雀都知道成群地飛，知道要合群。
　　熊丙奇：實際上現在我們國家很多教育方式不是讓學生去成長。有一個調查：25年前，中國一個教育代表團到美國去，發現孩子都在那裏玩，認為25年後中國教育能趕上美國，同時美國一個教育代表團來中國，發現中國孩子拼命讀書，也認為25年後中國教育會趕上美國。25年過去了，今天的情況怎樣呢？今天我們教育的行為是一種教育思想的結果，教育觀念的結果。
　　陳丹青：兩個代表團看見兩種表像，得出一種結論。但美國代表團還有反省意識，危機意識，中國代表是一廂情願，是亢奮。 

　　我看不出我們的教育政策中有什麼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觀點”，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規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觀點。你說說看，兩課考試體現哪種思想？哪種觀點？ 

熊丙奇：我們現在跟教育觀念還沾不上邊？我們今天很多的行為，如果我們是真正的教育家，我們不可能做出這種行為的，因為這個是反教育的，根本是為教育所不容的。
　　陳丹青：是的。
　　熊丙奇：你談人才教育過程中，我們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我覺得非常形象，類似於你這樣對今天人才培養的評價，還有對教師業績的評價，也有一些教授在說。比如說，對學生評價，一篇論文除了一個總分外，還要評價它創新點多少分，文字表達得多少分。
　　陳丹青：“創新”、“原創性”，這些話本身就大有問題。我不敢說別的學科領域，至少在人文藝術領域，這種說法早就過時了。整個後現代知識語境早就不提這些意思了。“創新”是個偽問題。 

　　我倒是覺得我們的教育政策非常有“創意”，“新”極了。連課間十分鐘都被剝奪了，多新鮮啊！ 

　　熊丙奇：但是，現在從上到下似乎都在談創新。
　　陳丹青：學問的深度，學問的境界，可以衡量，可以比較。“創新”怎麼比較？標準在哪里？誰掌握標準？在藝術創作領域，能有一點點“個人”面貌，就不得了；在科學領域，我相信能在前人某個小命題上略微推進一步，印證一點，也不得了。牛頓、愛因斯坦，那叫做“創新”。天下有幾個愛因斯坦？百年不遇。你去看諾貝爾獎評語，很審慎地用詞，哪里會隨便提什麼“創新”？ 

　　我說過了，把政治考試和英文考試統稱文化課，就是不折不扣地不懂教育！不懂文化！懂文化的人絕對不會說那是文化課。許多教育檔通篇是一本正經的錯誤詞語。 

　　熊丙奇：在這種錯誤的詞語構成的教育你想想會出現什麼問題。 

　　陳丹青：就是出了問題都不知道那是問題。 

　　熊丙奇：你剛才說看不到我們改變的方向，但是，我們今天在這裏談，其實也希望教育能發生一些變化。你認為如果要改變我們的教育，是不是首先要從錯誤的教育辭彙開始？
　　陳丹青：一切起於詞語。我在許多問題上不肯談下去，因為我不願跟著那種詞語走，你饒進去，原本是對的，你也會錯。 

　　但是不可能改變詞語，那是一個龐大的文本系統。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改變，都不足以改變整體，事實是，假如拋棄我們用慣的這些詞語，我們已經不會說話。 

　　今天，一個大學教師，一個大學生，他能夠獲得的教育空間其實比以往任何時期大。今天的書籍出版可能是建國以來最繁榮的時期，書店裏堆滿知識。可是教師和學生有沒有時間看書？有沒有心思看書？時間被剝奪了。我只能在面對一個個體時，比如說，一個人站在我面前，學校這塊我知道反正無法改變了，我會勸他在盡可能的私人時間裏離開學校這塊教育，去尋找社會給予的資源，獲得自我教育。悲劇是，學生的時間全部被填滿了。 

　　熊丙奇：但從你這樣的分析上來說，學生要做到這一點很難。
　　陳丹青：是很難，學校和教條的作用就是霸佔時間。霸佔時間，就是霸佔生命。
　　熊丙奇：在現在的大學裏，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學生在這樣做，也看到類似像你這樣的教師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融入社會。
　　陳丹青：還有更重大的問題，但同時是絕對沮喪的問題——教育的根基，教育的第一步，不在學校，而是在家庭。百年革命的過程是消滅階級的過程，最後，家庭單位也被支解。蘇聯的階級也被消滅了，但家庭單位還在。你在學校無法接受、不准接受的教育，在家庭裏還有可能。但中國的情況不同。這是太大的話題。 

　　我記得傅雷家書長達十餘年都是暢銷書，說明什麼？說明這樣的家庭教育，這樣的父子關係，在今天社會的千萬家庭中已經很難找到了。這是高等的家庭教育，至於草根性的家庭教育，在我幼年童年時期還無所不在，工人農民的家庭教育都比今天好得多，因為歷史的根脈還沒有被全面切斷。我相信今天一個資質良好的學生，其實得自良好的家教。你要知道，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就是他的父母，他的長輩。我只受過小學教育，我之所以是我，全靠我父母給我的教育。 

　　熊丙奇：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學生的家長，由於當時的一段歷史，他們有很多根本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
　　陳丹青：這就是歷史的報應。
　　熊丙奇：前一段時間上海也出了這樣一個學生，他的父親就是在家裏面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家裏自己教。這個孩子對語文、政治一點不感興趣，他到學校裏又要學語文和政治，所以它特別的痛苦，最後他變成一個物理的特長生。他通過物理奧林匹克競賽獲了獎，然後被一個學校保送錄取。相對於說他進入這個學校裏面學語文，學政治他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學語文和政治，就要花很多時間學自己覺得很枯燥的東西。
　　陳丹青：我們國家最成功的教育是體育教育。因為體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語，只考肌肉、體能和速度，它按專業規律來培養你，擇優錄取，誰跑得快，誰進來。體育教育也靠家長教育，前段時間在英國得檯球第一名的丁俊輝，我們可以看到他最好的老師就是他父親。父親從他不到十歲就刻意教育他，全程陪著他，給他出謀劃策。那天王志見我，說採訪這孩子，臨了請他在留言薄上寫一句話，他寫道：“勝利屬於我”，王志說句子既不完整，而且五個字有三個不會寫。
　　熊丙奇：我們國家由要求學生學政治，又要求外語，就是希望培養全才，最後培養出來的什麼都不是。
　　陳丹青：最近一位從深圳高級中學的老師劉偉先生來談，他也寫文章回應我的辭職。他說，你談的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還好一點，還有人出來講話，中小學教育情況更糟糕，孩子給折磨得簡直不是人。他說他教了十幾年數學，可是他兒子一年級的數學考題，他做不出來。
　　熊丙奇：實際上你剛才講的關於類似這樣的情況，小學生的教育的難度越來越大，題目越來越偏，題目越來越怪，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現象。而且一些老師以考倒學生為光榮。我記得有一個老師跟學生說，你考我的題如果可以考到80分，你就算厲害。他就是把考題作為一種武器，樹立在學生中的權威，而且還少讓學生有成功感。學生總是失敗的，這樣的學生從來都是充滿失敗感。
　　陳丹青：從幼稚園開始就用畸形的考試方法折磨孩子。劉先生說，眼看一個個孩子到了考試年齡就又呆又傻，在這樣的考試機制裏成長，他的智力反應都是考試，都是被動，都是投機，將來都是奴才。
　　熊丙奇：我們現在集體教育就是讓他們沒有個性，目標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說要追求學生的個性是不可能的。
　　陳丹青：是的。
　　熊丙奇：我們現在的教育的結果就是剛才你講的，就是一個管教，如果有個性的話很難管教。如果沒有個性，你都聽我的就很好辦。所以這裏面很多的教育措施，教育行為，教育內容都是跟這個有關的，是圍繞這個核心來設計的。就是講我們教育出了根本性的問題。
　　陳丹青：這樣的孩子長大了，去當教師，去教孩子……永遠是婆婆和媳婦的關係。
　　熊丙奇：我覺得這是我們難以走出的怪圈。我們一些學生今天接觸這樣的教育，今後會成為別人的老師，也會不自覺把自己接受的教育、方式傳遞下去，根本沒有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判斷。剛才你跟我們講了，說我們所有的文本都是錯誤的系統，但是有這樣認識的人不多，我們很多人認為它是正確的，是對的。
　　陳丹青：我相信制定這些文本的人，很可能真心想把教育搞好，相信這些詞語正在解釋什麼是教育——這就是可怕的地方。我們小時候學毛主席語錄，有一句話是戰爭年代說的，他說：“一個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支愚蠢的軍隊。”一個沒有文化的教育機制，是什麼呢？我們現在可以說：一個沒有文化的教育機制，就是一個愚蠢的機制。 

　　單是愚蠢，沒關係，問題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聰明極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試題！ 

　　熊丙奇：這個奏效體現在什麼地方。
　　陳丹青：你根本拿它沒辦法。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這麼多的問題，難道管教育就一點沒有意識，還認為自己很成功？
　　陳丹青：我相信在當政的位置上，也著急的，怎麼把教育搞好？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的底線，是不願懷疑當局對教育所做的努力。 

　　熊丙奇：為什麼這樣講呢？
　　陳丹青：因為我不相信會有一個高層領導存心要把教育搞壞。
　　熊丙奇：我為什麼要問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教育出現學生的培養質量普遍下降，我們的大學出現的真正優秀的作品、成果實際上是很少的，我們科技成果在世界舞臺上的競爭力也越來越弱，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對目前教育的程度大家如果都感到滿意的話，我覺得就是評價體系出現了偏差。我不知道教育的主管有沒有看到這樣一個結果。
　　陳丹青：看到了，或者沒看到，都沒關係，就怕不願意看到，不願意承認他所看到的。
　　熊丙奇：網友有一個問題，陳老師你認為現在大學生出國有必要嗎，是否讓大學生接觸西方教育會對中國大學生有所幫助。
　　陳丹青：我相信在過去一百年裏，中國如果沒有人出去留學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另一個不可想像的情況是，你怎麼可能讓13億大國的大學生都出去留學？
　　熊丙奇：我們現在在大學裏面統計下來，很多學生還是很希望到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他們希望接受教育以後然後回過為國家做出貢獻。實際上，很多的留學生類似于像你這樣的，他們回過幾年對國內感到很失望，不但是教育如此，其實在產業領域也有這樣的情況，對我們的人才環境覺得很失望。有的也選擇了撤退，經過幾年再到國外去了。我們國家現在都在說國際化人才，要真正使得我們的留學生回到國內，然後可以為國家奉獻他們的才華，你認為我們要從哪些方面改變這個局面。
　　陳丹青：我只能從我看到的海歸整體群落中談論。很多人不適應，然後退出，但也有很多人回國後發展得很好。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這是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 

　　出去的人，絕大部分愛國的，我要是不愛國，何必出來胡說八道？這個問題不用擔憂。鄧小平當年說得對，他的意思是說：一萬個人出去，有一百個人回來就很好，這一百個人裏有二三十個人發揮出來，我們就不能說出國是失敗的。現在國家證明比20年前富強太多了，國家對留學生的吸引力比任何時候都強，我想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回來。他不適應，會慢慢適應，你總不能讓國家去適應海歸吧？我們都應該承認，整個國運，擋不住的好，就因為國家大勢非常可觀，非常旺，經濟、外交、種種領域的改革，都在逐年見效，都在步入正規，所以教育滯後的種種問題才會凸顯。 

　　熊丙奇：從剛才你說的這個問題裏面，你說有一些海歸回來感到不適應，另外一些感到不錯，可不可以這樣講，在同樣一個體制裏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在同一個體制裏面，因為他們的個性不一樣，他們對事物的要求不一樣，就會有不同的發展結果。像我們今天教育體制裏面，也有像你一樣從國外回來的，你可能是海歸裏面第一個出來直面教育問題的。我不清楚你瞭解過類似的海歸在大學體制裏，他們是不是融合的很好。
　　陳丹青：我不敢說我是唯一一個提出辭職的。我記得幾年前被聘回國擔任國家交響樂團指揮的湯沐海，就“揮淚辭職”，登在報紙上。我相信有不少人做過這樣的決定，只是我浪得虛名，被媒體渲染了。清華就有很多海歸，我看見他們融合得蠻好。但我不能代替他們說話，我不確定他們究竟覺得怎樣。我相信會有一些海歸在想：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你這樣做是錯誤的——真的，我一點不希望情況像我說的那麼糟糕。
　　熊丙奇：可惜，我們看不到這樣的人，有可能他們是默認你的說法，也有可能他們不想說話。
　　陳丹青：在這個空間，人必須現實。我理解這種世故。
　　熊丙奇：我們經常在討論，現在有些媒體在講，你作為國外回來的，有自己的個性，你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
　　陳丹青：我暫時沒有遇見像我這樣傻的海歸。我相信有，但我不認識。
　　熊丙奇：我們大量的人，是知道有問題，可都一笑了之，都選擇了沈默不說。在這樣的體制下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它不敢面對這樣的體制。正因為很多人不敢面對這樣的體制，反而使促使體制在不斷的惡化，如果大家都有知識份子的風骨，有更多像你這樣的人的話，有可能我們的局面會有更大的改變。如果有一百個人說我們的教育出現問題，有可能就會改變。大學裏就有這樣的問題，校長決定之後即便我們有意見，但是沒有人敢說。為什麼我們教授不說呢，如果教授都說，是不是問題都可以改變了。
　　陳丹青：這就又要談到歷史。這50多年的歷史成功地教會大家選擇沈默——明天取決於今天，今天是被昨天決定的。我們很難繞開歷史，但是我們又很難談論歷史。在教育領域，在很多領域，我們只能沈默。我也在沈默。我說的話其實很有限。
　　熊丙奇：談到歷史，你選擇了沈默。但是這個問題卻非常要緊，因為我們繞不開這個問題，如果繞開了目前的問題就不成立了。
　　陳丹青：歷史造成今天的問題，然後歷史躲開了。
　　熊丙奇：我們怎麼解決這個歷史問題。
　　陳丹青：書店裏充滿歷史，大家有時間可以看看。雖然不是全方位呈現歷史，但是你只要願意看，你就可能找回部分歷史。
　　熊丙奇：即便是這樣去看歷史，我覺得也是一個個體的行為。
　　陳丹青：有價值的行為常常是個體行為。歷史比我們想像的有耐心。
　　熊丙奇：我跟你說一個事實，有一個學者進行了一項統計，現在大學並不是一個學習型組織，很多的教授、專家基本上一年書不了一到兩本書，它的任務是搞課題，就是寫課題報告，寫專利。
　　陳丹青：他們就是被管教，而且已經適應這種管教，它的情況可能比學生更糟糕。
　　熊丙奇：讓我們的學者、教授走進書店看歷史書，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他們都不願意學習新的知識，就是把很多大量的時間耗在我們行政化北京所管理的素質指標上，所以他們也沒有時間去思考，不想我是不是做的有意義的科研和教育，既使出了一些垃圾成果，它也覺得是驕傲的，然後評職稱，可以做一個大學裏的名教授，成為博導，這樣他們就認為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不會管有用沒有用。
　　陳丹青：人被敗壞了。我也並不比別的教授做得更好。我不是個好教師，所以我不要做教師。在媒體上披露的都是我回國三年內說的話，這兩年我不說了，只是這次媒體又給翻出來炒。我沈默兩年了。
　　熊丙奇：這次通過你的辭職事件讓大家關注了。
　　陳丹青：這種關注讓我更沮喪。謝謝大家關注，但是讓我這樣一個沒有資格談教育的人來大談教育，豈不令人沮喪？！我沒有研究過教育，像你這樣，真是在研究大學教育的現狀。
　　熊丙奇：我也不是研究大學教育的，按照我的職業來講我只是從事行政工作，實際上研究大學問題已經超出我職業的範疇，但是實際上是忍不住對大學有些話想說。
　　我想問一下今後你自己的一些打算，你說要回到以前成為個體藝術家，接下來準備怎麼樣安排你的創作，安排你的教學？還有安排你很討厭的科研。
　　陳丹青：學校裏的事就是帶工作室幾位研究生和博士生，慢慢調整後，就是回到原來當個體畫家的狀況，那是我非常熟悉的時間表，我在紐約過了18年這樣的生活。兩年後我會再回到這種生活。就是這樣。但我不知道能做出什麼事情來，因為我還沒有做。
　　熊丙奇：你帶過的研究生、博士生，他們怎麼樣看待你這樣的辭職事件，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陳丹青：沒有特別顯著的看法，他們離我太近了，早就熟悉我的想法，不是從媒體知道。倒是有一位元我不認識的外系女孩很好玩，在辭職鬧新聞那一陣，我在學校小賣部買玉米吃，她忽然竄過來說：陳老師，我可以買根冰棍給你嗎？我說好啊，她就去買了根冰棍遞給我，然後飛快走掉了。 

　　我看見，不論在我工作室的學生，還是其他大學生，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早已習慣了整個體制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用，他們已經有一種——我不知是抗體還是接受體——生理機能，總之，他們的身體裏充滿體制這貼藥劑。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正常狀況。 

　　熊丙奇：有一個同事跟我說，大學沒有問題才奇怪，有問題是很正常的。它說有一天問題自然會解決的，也不用你去操心。
　　陳丹青：這就是中國人最偉大的地方！中國人永遠是“船到橋頭自會直。”
　　熊丙奇：我們也會進一步關注中國教育的走向問題，我們今天肯定開不出中國教育的藥方，我們也沒有這麼高明。
　　非常感謝陳丹青先生能夠光臨我們的聊天室，能夠與大家一起聊高等教育的問題，雖然我們所談的很瑣碎，並不是很系統，但是我們希望大家對高等教育有進一步的關注。雖然我們說高等教育的問題很難解決，也看不到解決的方向，看不到出路何在，但是我想有我們陳丹青先生這樣一批關注教育發展的人，相信教育的問題也可能有撥雲見日的時候。
　　陳丹青：好好活下去。謝謝大家。 

